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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游说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道义为立场，以礼法为规范，以事理文采为手段，以

“弘道”为目标，不计个人得失地奔走在 “济世救民”的理想之路上，从而形成了与纵横家风采迥异的游

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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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说是春秋战国时代知识分子传播思想、晋升仕途的主要渠道。当时的百家诸子都或多或少参与

了游说活动，活跃在各诸侯国的思想、政治舞台上。儒家思想上虽趋向保守，但在游说之风兴起之时，

也自觉与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游说观。因此，通过研究儒家游说观，将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游说文化现象。

一、游说与儒家学派

孔子一生都以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为己任，但在 “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注定他只能落魄如

丧家之犬，最终不得不发出 “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１］的哀叹。鲁定公十三年，孔子遭执政大

臣排挤，被迫离开鲁国，从而展开了他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生涯。可以说，孔子是在不经意之

间成为当时士阶层游说第一人的。这种独特的人生际遇，导致他对游说活动产生非常复杂的矛盾态度。

按照周礼，士人的仕途应依赖于德行、道艺超群而来的 “荐举”，而非登门游说。因此，孔子在教育学

生时始终强调要有扎实深厚的道德修养，而非词锋犀利的游谈： “子贡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问

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２］子贡是孔子学

生中最善于言谈的一位，但孔子经常批评他 “利口巧辞”方面的能力，故意让其与擅长德行修养的颜

回相比较，“逼迫”子贡说出自愧不如的话。这表明此时的孔子是比较反感士人游说的——— “君子不以

言举人”［１］（２８４）。但在那个时代，离开游说的士人几乎只能成为 “百无一用”的书生。鲁哀公十一年，

齐国的田常企图夺取齐国君主之位，因为害怕其他大臣的反对，就借口出兵攻打鲁国。孔子听说这件

事，希望他的弟子能有人出来拯救鲁国于危难之中，结果选中了子贡。子贡凭其出色的游说才华，不

废一兵一卒就达到了 “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２］（８４４）的效果。这一事件的发生必然对孔子刺

激比较大，迫使他改变以往对士人游说的批评态度：“我于辞命，则不能也。”［１］（３９７）从中可看出，孔子

晚年对自己游说才华的缺失还是感到遗憾的。

孔子死后，他的学生 “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２］（１４５３）。如子夏

在魏国，“为王者师”，不仅传承了儒家学说，还培养了一大批善于游说的学者，如：李悝、吴起、商

鞅等，而荀子、李斯、韩非则也是其隔二或三代的再传弟子。这可能说明游说技能已经逐渐成为儒家

培养后学的一项内容。孟子更是被后人公认为 “善说”的一位儒家学者。有人甚至批评他：“后车数十

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１］（４６４）可孟子并不认为这样积极地游说诸侯是一件可耻的

事情，反而觉得是士人的本分工作。荀子则说：“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君子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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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３］掌握游说技巧业已成为君子必备素质之一。《易传》作者也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

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４］可见，“修辞”亦被认为是君子立身处世、创建功业的关键。

时至秦汉，天下一统，各种法制、礼制开始建立起来，基本杜绝了士人游说活动的政治空间。如刘

邦谋臣郦食其曾夜见秦陈留县令，“说之曰：‘夫秦为无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与天下从则可以成大功。

今独为亡秦婴城而坚守，臣窃为足下危之。’陈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吾

不可以应。’”［２］（１１９５）郦食其原本想说服陈留县令，让他弃秦投汉。但陈留县令第一反应是：根据秦律，

随便说话的人会被满门抄斩，那么游说活动也就无从展开了。唐儒刘知几就说：“逮汉、魏已降，周、

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５］面对这种形势，

汉代儒学家开始批判士人的游说活动：“放邪说，去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去浮华，举

功实，绝末伎，同本务，则事业修矣。”［６］即是要把思想统一到先王、圣典上去，不要像以往的诸子百

家徒逞私智、奔走游说，那么国家就会昌盛了。唐代学者柳宗元亦曾对纵横游说进行批评：“《鬼谷子》

要为无取，……而险戾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７］ 《鬼谷子》是纵横家的代表作。

而柳宗元认为，《鬼谷子》一书刻薄寡恩，妄言惑世，不值得学者学习研究。从中体现出，他对士人游

说活动的反感。但我们应该看到，儒家对游说的批判更多局限在道德的义愤上，在现实生活中，儒家

士人还是不吝惜用游说的本领和手段的，如唐儒韩愈曾凭一张利舌就平定了镇州王廷凑的叛乱。因此，

章太炎先生说：“儒家不兼纵横，则不能取富贵。纵横之术，不用于国家，则用于私人，而持书求荐者

又其末流。韩愈以儒者得名，亦数数腾言当道，求为援手，乃知儒与纵横，相为表里，犹手足之相支，

毛革之相附也。”［８］这说明游说在汉以后的儒家学者思想中仍以潜流方式继续存在。

二、儒家游说思想的基本内涵

游说是一种牵涉面很广的社会政治活动，包含语言、言谈技巧、游说立场与目标等多方面内容。以

下从几个方面阐释儒家游说思想的基本内涵。

首先是 “言必合乎礼”。语言既是游说的媒介，也是制约游说思想发展的主要条件；可以说有什么

样的语言观，也就有了什么样的游说活动。《礼记·曲礼》篇云：“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

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９］在儒家看来，语言活动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现象，

但人言之所以区别鸟兽的呱呱之声，在于人的语言是通过礼的方式而得以展现的，因此，礼是人言区

别于鸟兽之音的最本质的特征。表现在游说活动上，儒家主张言辩必合乎礼：“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

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３］（７７）而礼一般可分为内外两个层面：从外而言，礼代表着名份等级

制度，因此，所谓 “言合乎礼”即指言辩合乎言者的身份：“名不正，则言不顺”［１］（２４２）。从内而言，礼

指人内心的诚意， “无体之礼，敬也”［１０］，即要求言者心口如一，勿存欺骗之意。因此，儒家只提倡

“君子之辩”，反对 “小人之辩”：“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

其默也，其辨不若其讷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矣。”［３］（８０）就是说，小人辩说总

是宣扬邪恶，君子辩说总是谈论仁道；如果不符合仁道，那么他的辩说倒不如他的沉默，他的善辩倒

不如谈吐迟钝；倘若符合仁道，那么喜欢辩说的就是高尚的，不喜欢辩说的就是卑下的。这说明语言

上的道德化追求导致儒家游说活动亦趋向礼义化，视礼义为辩说正当与否的标准。

其次是 “谈说之术”。游说对象一般都是君主或王公大臣，因其习惯了骄横跋扈，一句话说到好处

可以平步青云；说错了，也可以身首异处。这使得游说者不能不把谈话技巧当一门学问来钻研、学习，

儒家对此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言必合乎时”。即指言说要把握好时机，不能随心所欲。如孔子云：“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

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１］（２９５）意即陪侍地位比较高的君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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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犯三种错误：不到该说话的时候，自己却抢先说了，这叫做急躁；到该说话的时候，自己却不说，

这叫做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不管该说不该说，就妄说一气，这叫做没有眼色。这就要求游说者必

须善于察言观色，揣摩出游说对象的真实想法。为此，儒家提出了 “听其言”、 “观其眸”的方法：

“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蝆哉？”［１］（４９３）就是说，听他讲话的同时，要考察他的眼睛，那么人的内心

想法就无法隐藏了。“听其言”即为 “知言”。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１］（３３６）不知道辨别言语

的是非，就不能分清人的好坏。《易传》亦云：“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

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４］（２７３）意即将要叛变的人，其言辞多有惭愧；心中有疑惑

的人，其言辞多散乱枝蔓；吉祥的人，其言辞很少；急躁的人，其言辞很多；诬害贤良的人，其言辞

大多游移不定；不能坚守贞正的人，其言辞大多屈曲不直。这说明了从言语得失能分析出人内心好恶

的事实。“观其眸”即指通过观察眼神来把握人内心的想法：“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

恶。胸中正，则眸子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紈焉。”［１］（４９３）考察一个人，最好莫过于考察他的眼睛。因

为眼睛掩盖不了他的丑恶。心地光明正大，眼睛就会明亮；心地不光明正大，眼睛就灰暗无神。汉儒

韩婴也说：“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于人也，未尝求知而后能知也。观容貌，察

气志，定取舍，而人情毕矣。”［１１］眼色是内心的表征，言语是行为的路标。聪明的人对于别人的事情，

从来不是要求知道以后才能知道。观察别人的外部表现，观察别人的精神面貌，确定哪些是内心的真

实反映，哪些不是内心的真实流露，这样，别人内心真实的想法就全部知道了。总之，只有在充分了

解游说对象真情实意的情况下，才能见机游说。

（２）“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为了游说的成功，游说者不仅要揣情摹意，还要善于表达。这

要求游说语言必须清晰明白且赋有吸引人的文采，力求做到逻辑性与文学性的统一。孔子说：“《志》

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之不远。”［１０］（４３５）即要求言辞既能充分

表达出意思，也要赋有文采，否则亦很难被人接受、传播。荀子也说：“分别以喻之，譬称以明之，欣

?芬芗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常无不受。”［３］（８０）要用比喻的方法去启发人，用分

析的方法使人明白，如果能够这样，那么你所说的通常不会不被人接受。在儒家的游说实践中，孟子

是最善于使用此法的。如 《孟子·滕文公 （下）》云： “戴盈之曰： ‘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

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

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１］（４７１）戴盈

之为宋国大夫，他不愿意减免关税，故推脱说明年再实行。孟子先以 “日攘其邻之鸡”来说明此举非

君子之道，后以 “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的可笑言辞类比戴盈之不愿减税的狡辩，既取得了

形象浅显的表达效果，也富有逻辑辩驳的力量。

（３）“说大人，则藐之”。古代帝王执掌生杀大权，个个盛气凌人，所以即便游说者平时有突出的

善辩能力，但若没有良好的、不畏强权的心理素质，也是不可能做到巧舌如簧的。因此，儒家非常强

调对游说者的心理素质训练。这首先需要游说者建立起自尊意识，培养出 “舍我取谁”的独立精神。

如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

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

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１］（６４８）就是说，向诸侯游说，要在心理上藐视他们，不要理睬

他们那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傲气；心里要这样想：如果是你在那个位置，你一定能够做得比他们好得

多。另外，需要坚信自己的做人原则、思想观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

以处之，坚强以持之”［３］（７９）。即要求游说者用严肃庄重的态度接近人，用正直坦诚的态度去对待人，用

坚强的信心去引导人。道理很简单，你要让别人相信你的话，首先就需要自己坚信不移，否则游说是

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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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士志于道”。游说虽是诸子百家共有的行为特征，但不代表不同学派的游说活动所奉持的

立场与原则也是相同的。孔子一生虽都在 “求善价而沽”，但始终恪守着 “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

食”的士人原则，反对把游说活动与个人的荣华富贵联系在一起，坚持游说出仕是为了 “弘道”的理

想信念：“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１］（１２２）孟子也继承了孔子 “士志于道”的游说立场，

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

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１］（６０７）意即古代贤明的国君喜欢行善而忘记自己的权势；古代

的贤士何尝也不是如此呢？乐于行自己之道而忘记别人的权势，因此王公如不向他恭敬致礼，就不能

和他相见。连见面都不可得，更不要说得而臣之了。因此，当梁惠王问 “将有以利吾国乎？”时，孟子

就直言不讳地反驳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１］（３４１）虽然游说结果不免不欢而散，但孟子依

然坚持说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不谄媚附势。从中表现出，孟子对 “士志于道”游说原则的坚守。

荀子也强调士人游说必须遵循 “文而致实，博而党正”［３］（８０）的立场，即主张言说要符合道义、要敢于犯

颜直谏。可见，儒家的游说原则在于推广自己的道德信念，而非获取个人名利。

三、儒家与纵横家游说观之比较

在历史上，只要谈起游说就很自然地与纵横家联系起来，视游说为纵横家的本质特征。这一方面由

于纵横家确实积聚了中国古代游说活动的最高成就，另一方面则是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关于儒家与纵

横家游说观的比较研究，在古代就是一个早已被察觉的问题，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出儒家游说观的本质

特征，也可以明证游说之与儒家的紧密关系。

在战国时期就有人问孟子：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

熄。”［１］（４６０）孟子则直言不讳地说，这些人根本不能算 “大丈夫”，真正的 “大丈夫”不只是徒逞口舌之

能，而应有高尚的道义原则。时至汉代，又有人问杨雄：“孔子读而仪、秦行，何如也？”意即学习孔

子的学说，再像张仪、苏秦那样行事，怎么样？杨雄断然给予了否定。这个人又反驳说：“然则子贡不

为与？”孔子弟子子贡难道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杨雄则说： “乱而不解，子贡耻诸；说而不富贵，仪、

秦耻诸。”［１２］也就是说，不能排解国家的祸乱，子贡认为是自己的耻辱；进行游说而不能取得富贵，张

仪、苏秦认为是自己的耻辱，所以两者本质上是不同的。

概括来说，儒家与纵横家游说观的差异主要在于：

第一、对游说地位的认知。儒家虽亦强调游说之与士人施展抱负的重要作用，但仅视之为手段。在

修身、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儒家始终强调 “以德服人”：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１］（４７９）纵横家则视游说为万事根本：“此天地之阴阳之道，而说人之法也，为万事之先。”［１３］表现在

政治上，纵横家根本就不谈什么仁义道德问题，而把国家兴亡的基础建立在依赖游说而成的外交关系

上，如苏秦说：“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１４］从中可看出，

游说在纵横家那里不仅是手段，也是整个学派得以存在的基石。

第二、游说方式的选择。一般来说，语言表述是最主要的游说方式。但儒家与纵横家对语言表述的

要求明显不同。如上文已指出，儒家始终强调语言表述的道德性，反感用虚伪欺诈之辞诳骗他人。对

此，纵横家却不以为然。《鬼谷子》就说：“钩钳之语，其说辞也，乍同乍异。”［１３］（４４）游说的言辞根本在

于诱使并能钳制人心，所以不惜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综观纵横家的游说言辞，前后观点与认识

基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如苏秦先以 “连横”游说秦王而失败，后又改为 “合纵”游说赵王才得以成功。

至于他究竟信奉 “连横”还是 “合纵”，可能永远没有人搞得清楚。更有甚者，张仪出尔反尔，公然欺

骗楚王，用 “奉邑六里”替换自己承诺的 “商于之地方六百里”［１４］（１００）。这些事实表明纵横家的游说为

达目的是不择手段的。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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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游说目的的制定。儒家士人的游说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个人功利的追求，但从根本上说是以实

现儒家政治理想为标的的。在历史上，儒家的游说活动很少能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这倒不是他们

在游说技巧上逊色于纵横家，而是因为 “弘道”的游说目的制约了可以施展才华的空间。如荀子云：

“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３］（７７）也即游说的最大困难，在于用最崇高的

道义来劝说最卑劣的人，用安定国家的根本道理来触及最混乱的国家的现实。其中蕴藏的 “悲叹”也

许只有儒家士人自己才能体尝出来。纵横家却从来没有这种 “孤愤”，唯有个人名利得失才是自己最关

心的目的。如苏秦自谓曰：“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２］（８７０）如张仪说：

“说一诸侯之王，出而乘其车；约一国而反，成而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蝨腕目切齿

以言从之便，以说人主。”［１４］（５４３）如此繁引，只为了明证在这一点上确实没有 “冤枉”纵横家。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游说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道义为立场，以礼法为规范，以事理文采为手

段，以 “弘道”为目标，不计个人得失地奔走在 “济世救民”的理想之路上，从而形成了与纵横家风

采迥异的游说观。

参考文献：

［１］刘俊田等四书全译［Ｍ］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０３

［２］司马迁史记［Ｍ］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８４２

［３］蒋南华等译［Ｍ］荀子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７７

［４］周振甫［Ｍ］周易译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１：５

［５］刘知己史通［Ｍ］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４４

［６］张立文主编儒学精华（中）［Ｍ］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６：８９４

［７］柳宗元柳河东集［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２３

［８］彭永捷中国纵横家［Ｍ］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１２

［９］杨天宇礼记译注［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３

［１０］张涛注译孔子家语注译［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７５

［１１］曹大中白话韩诗外传［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２６７

［１２］韩敬法言全译［Ｍ］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１５５

［１３］阎崇东编著鬼谷子辞典［Ｍ］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４

［１４］孟庆祥译注：战国策译注［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４７２

５７


